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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模式对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影响
作用研究*

摘 要：获取知识，提升创新能力是现阶段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而知识
在跨国背景下的转移深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影响。本文首先对知识进行分类，并
总结了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转移特征；接着对不同的国家文化类型进行对比，得
出了国家文化模式对知识转移具有不同影响作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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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统计数据显示，跨国并购主要发生于制造业，如电信行业、医药/化学行业、消费

食品行业以及汽车行业(Thomson Securities Data Corporati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atabase)。研究人员观察了制造业的巨额投资并提出一个理论——跨国并购是那些拥有重

要无形资产(例如品牌名称、专利和管理技术)的企业努力扩展其使用范围并防止其他人试

图模仿或使用自己拥有的无形资产的表现。类似地，另一类买家可能会怀着购买外国目标

公司的无形资产以获得在本国使用的好处的想法(Eun et al., 1996)。跨国并购不同于国内并

购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并购双方/一方希望获得知识转移所带来的协同增效。

但这种以知识获取为目标的跨国并购经常因为文化之间的碰撞而触礁。著名的戴姆

勒-克莱斯勒并购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许多资深的管理人员在并购后第一年离开了

克莱斯勒。克莱斯勒的管理层不喜欢戴姆勒的德国管理人员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德

国人也很反感克莱斯勒的美国管理人员得到了他们德国同行2~3倍的工资。这些文化差异

导致了紧张，最终表现为克莱斯勒大量的管理人员离职。美国与德国同属西方文化，冲突

尚不可避免；对于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个问题更加显得突

出。

国内研究并购后知识整合的文献非常多(赵曙明等，2005；顾卫平等，2004；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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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5；钟耕深等，2007)，但研究角度局限于事后控制阶段。我们认为跨国并购的绩

效偏差不是在并购后整合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很早以前——在做并购决策之时就已产生

的。并购活动本身具有系统性，同时知识转移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再将之置于跨国

情境之下，其转移过程中的复杂性随之增加，仅从事后控制角度处理未必能取得良好效

果。

本研究认为对文化的识别应当在并购之前，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本文首先从知识的

分类入手，接着分析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最后构建出知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转移模式

框架，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决策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知识的定义及其分类

知识不同于数据和信息。数据是对事项非连续的客观记录，对数据的组织和加工形成

了信息。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将知识定义为对经验、重要价值、与情境相关的信息

和专家见解的框架整合，在此基础上评价和整合新经验和信息。

知识是从独特经验和组织学习中产生的，它不仅存在于书面化的文件中，也存在于很

多习惯做法、过程、实践以及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中。正如信息产生于数据，知识是从信息

中产生的。人们将信息置于特定的情境中，与现行的标准相比较，并检查其在短期和长期

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缓慢地产生知识。组织对知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Nonaka(1994)、Nonaka 和 Takeuchi(1995)认为知识由承诺和信念模式创造、组织和转

移。信念模式包括转移方和接收方双方的信念模式，这个信念模式反映了与文化有关的价

值观和偏好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接收方决定被转移的是信息还是知识，而不是转移方决

定。

De Long 和 Fahey(2000) 认为如果能将知识进行分类，即将知识分为关于人类的、关

于社会的和结构化知识，可以解决很多有关知识和知识管理的问题。关于人类的知识代表

个人知道什么/怎么做，表现形式是重要的技能，包括显性知识(如建筑绘画知识)和隐性知

识(如教导一个大学新生)，它可以是概念型的或抽象型的。社会知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存在于团体内部，也称集体知识。这类知识大多是隐性的，由大量的社会规则组成，依据

这类知识，人们才知道如何发展合作关系和进行交易。而结构化知识则存在于组织系统、

过程、规则和习惯性做法中。De Long和Fahey认为结构化知识是显性的，由规章建立，

并能脱离人员而独立存在。区分这三类知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在跨国并购中的转移机

制。

三、知识的三个特征维度

知识可以按照下面三个维度进行划分：简单-复杂、显性-隐性、独立-系统(Garu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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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yar, 1994)。知识转移涉及到的第一个维度就是简单知识和复杂知识的区分。复杂知识

具有高不确定性，为了更完全、更精确地转移复杂知识，需要更多信息。而简单知识的转

移只需要较少的信息。

显性-隐性维度描述知识显现的程度。Polanyi(1958)说过，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出来

的要多。隐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个人特征，很难交流和沟通(Polanyi, 1958)，高度专

门化且不易估值，不易在外部市场交易。隐性知识的转移需要丰富的情境和媒介，仅仅通

过编码化的信息是不够的。隐性知识经常内嵌于个人的认知过程，或者反映于组织文化和

价值观的习惯性过程中，并且体现不出明确的因果关系(Szulanski, 1996)。在复制和补充知

识时，很难将其一条一条清晰地列出来。相对应地，显性知识转移就容易得多。例如，当

转移方告知接收方知识编码的规则，也就是哪些记录应该被保留，该如何保留，知识相应

地就已经被转移了。

知识的第三个维度独立-系统描述知识是否嵌于组织情境中。如果知识是独立的，则

可以自我描述；如果知识是系统的，则必须在被转移的组织背景中描述。

三类知识根据三个维度的划分，得出以下区分：人类知识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可

以是显性的或隐性的，但独立性大于系统性。社会知识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但是隐性

的和系统性的。结构化知识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但是显性和系统性的。表1列出了三

类知识各自最突出的特征(空白格不代表无信息，只是表示此类特征相对较弱)。

人类知识人类知识 社会知识社会知识 结构化知识结构化知识
简单-复杂
显性-隐性 隐性 显性
独立-系统 独立 系统 系统

表1  知识分类及最突出特征

Garud 和 Nayyar (1994)发现知识在这三个维度下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描述它所需的信息

以及转移它所需的努力。表1中最具有复杂性、隐性和系统性的知识称作“粘性”知识，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都很难进行转移(Szulanski, 1996)。Davenport 和 Prusak(1998)提

出的“速度”(知识在组织内移动的速度)、 “粘性”(知识的丰富度和厚度)是非常有用的

概念。计算机的出现加快了知识在组织内移动的速度，而知识“粘性”则和许多认知方面

及组织方面因素有关，包括知识转移的模式。比如，中国传统的学徒制或导师制转移的知

识具有相当大的粘性，接收者获得大量的隐性知识，但转移的过程非常缓慢。

四、国家文化分类

就像一个人有记忆一样，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记忆。特定社会中的人以特定的方式理解、

记忆和创造知识，因此，文化是知识转移效果重要的影响变量。根据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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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可以将文化分成四大类：垂直-个人主义、水平-个人主义、垂直-集体主义和水平-集

体主义。

（一）个人-集体维度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区分不同社会文化的重要标志(Earley 和 Gibson, 1998; Hofstede, 

2001)。这对概念表明一个社会如何分享信念、态度、价值观。在个人主义观念较强的国家

中，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关系松散，其行为动机主要由个体的偏好和需求推动。而在集体

主义观念较强的国家，人与人之间联系紧密，个人总是将自己看成是某一组织的一部分(如家

庭、组织、小集团)，其行为动机主要由集体施加的规则、任务和责任推动。个人倾向于将这

些来自组织或团体的目标置于个人目标之上。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认知模式，

他们对相同的客体却按照不同的方法组织和提炼信息，而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从来

不去考虑其有效与否(Triandis,2004)。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决定了组织内员工的思考方式，

即决定了人们如何加工、编译和使用数据，这些恰恰是形成知识的基础。

（二）垂直-水平维度

Triandis(1998)指出不同文化对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相同/不同这两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垂

直化社会推崇个人有与别人不同的欲望，追求突出被认为是合适的。水平化社会推崇个人与

别人都是类似的，追求突出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水平-集体化社会中的个人倾向于将自己看成

是一个集体、家庭或社区的一员，个人和组织中的其他人融为一体，从而在社会生活的大部

分领域趋于一致。

Chen(1997)引入垂直-水平维度，对集体主义文化进一步细分，即水平集体和垂直集体两

种文化。虽然集体主义社会(无论水平还是垂直)中的个人行为宗旨是尽量符合群体的期望和标

准，但水平集体和垂直集体二者还是有很大差别。在水平集体化社会中，个人认为自己是群

体中的一份子，和别人并无不同；而在垂直集体化社会中，个人认为自己和别人不同。垂直

集体化社会的例子包括印度、朝鲜和新加坡。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深深地根植于整个社会

阶层，尽管政府一再强调要根除，但其对民众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

引入垂直-水平维度，对个人主义文化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即水平个人和垂直个人两种文

化。水平化个人主义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个人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别人的但互相之间是平

等的(如澳大利亚、丹麦和瑞典)。垂直化个人主义描述的是另外一种社会，个人认为自己独立

于别人，但同时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成为最好的自己”是这些社会的信条。在一些

富庶的国家，人们对“自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由于富庶，

这些国家的人们相互之间非常独立，由于独立，预示着个体很少向群体成员咨询，更倾向于

采取高风险的经济活动(Triandis,2004)。反过来，经济活动成功更造就了更大的贫富差距，进

一步使社会特征向垂直化贴近。

综上所述，文化模式可以细分为垂直-个人、水平-个人、垂直-集体、水平-集体4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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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对这4种文化模式中的知识转移机制分别进行分析。

五、不同文化模式中的知识转移效果

（一）垂直-个人主义文化中的知识转移

垂直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组织偏好线性知识，知识的因果关系清晰、可信、逻辑性强

(Nisbett, Peng, Choi和Norenzayan, 2001)。垂直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组织擅长转移和接收易编码和

独立于组织情境的知识。垂直个人主义组织如果与集体主义组织发生知识转移，将会遇到较

大障碍，因为后者强调群体目标和行为模式(Kashima和Kashima, 1998)。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沟

通强调“我们”而不是“我”，强调情境而不是内容，强调共性而不是细节(Das et al., 2010)。

Tudjman(1991)认为个人主义社会相信知识可以从理论分析中提炼、组织得到，而集体主

义社会强调分析之外的情境重要性。集体主义社会的优势在于它能很好地吸收和转移隐性的

信息，而个人主义社会的优势在于能很好地诠释线性的、复杂的和显性的知识，而这正是现

代科学的特征(Nistett et al., 2001)。Glenn和Glenn(1981)认为个人主义社会比集体主义社会更具

抽象性。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因果关系和犹太基督教思维方式非常重要；而在集体主义社会

中，强调联想的重要性，尽管有时这种联想并不具备逻辑性。科学发现是一种逻辑性和系统

性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主要出现在强调抽象而非联想思维的国家文化中，联想的思考

方式更多出现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集体主义文化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总结起来，

垂直个人主义文化更有利于显性和独立于组织情境的知识转移。

（二）水平-个人主义文化中的知识转移

水平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体非常善于解释和吸收显性、独立的知识，并且两个水平个人主

义社会之间的知识转移是最有效的，如澳大利亚、丹麦和瑞典。水平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依

赖于自我，但他们不喜欢表现得突出(Triandis, 1998)。他们擅长于转移能被清楚地解释的、逻辑

性的、易于组织的知识，对知识的抽象特征很关注，但是会忽略有关层级、地位等信息。

水平-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组织向水平-个人社会主义中的组织进行知识转移最有效，向水

平-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知识转移最无效。当转移的知识是显性、独立时，转移更加有

效；当转移的知识是隐性、依赖于情境时，转移更加无效(Stahl和Voigt, 2008)。

（三）垂直-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知识转移

垂直-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组织对来自权威的信息和线索以及包含了层级的信息非常敏感，

有利于转移隐性和系统化的知识。垂直-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组织向同类型文化中的组织进行知

识转移最有成效，向水平-个人主义文化中的知识转移最无效。垂直-集体主义文化如巴西、

中国、印度、埃及、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委内瑞拉的组织在接收知识时，效果较差。原因在

于尽管集体主义的大环境有利于转移，但水平化和垂直化的差别阻碍了知识的转移。具体的

规章、专断的做法、家庭主义以及裙带关系在一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非常普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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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识转移难度加大(Teerikangas和Very, 2006)。

（四）水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知识转移

水平-集体主义文化中(如以色列、日本)的人们强调组织目标、规章和关系。在这种文化

中，个人的发展与别人有很大的依赖关系。人们关注给予和索取，思考的时候关注互相依赖

性，探讨新的想法但注重双方一致的决策过程(Schoenberg, 2000)。

Nonaka(1994)认为发展成员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提高隐性透视知识的创造和产生。这些能

够在成员间共享的透视全景是通过组员不断的交换产生的。水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对需

要共同演化思维模式的知识转移最擅长。在这种文化模式下，思想体系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

都是平等的，能够将“自我”塑造成与其他人不同、造成不协调感觉的知识很难转移，而能

够维持社会和谐感的知识将得到最多的利用。

水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非常擅长吸收和转移隐性和自成体系的知识，这些知识经常

在特定的情境下才能显示出来。水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欣赏系统性知识在当下和未来的潜

在应用性。例如，欧洲企业和日本企业之间建立了很多的技术联盟，在这些联盟中，日本企

业向欧洲企业索取大量的有关市场结构的信息，包括客户和竞争者分析，这些知识都是非常

系统性的，而它们的欧洲同伴则关注从正式协议和许可中学习新技术(Chakrabarti et al., 2009)。

水平-集体主义化社会中的目标与集体成员间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由情境中产生的

知识更容易在成员间转移，这种知识的特征是隐性和系统性的。于是，水平-集体主义社会中

的人们将会发现向同类型的社会转移知识最容易，向垂直-集体主义社会转移知识较难，向垂

直-个人主义或水平-个人主义转移知识最难。

从一种集体文化向另一种集体文化转移知识相对比较容易，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

已经被许多隐性的信息社会化，也习惯于处理隐性的信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人习惯于用

更多关系型的思维来介入社会。日本的先进管理知识能够更好地传入亚洲国家，如印度和

韩国。而著名日本公司的管理知识能够成功传入美国的却寥寥无几(Nonaka和Takeuchi, 

1995)。

六、总结
对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分析涉及两个维度：知识的分类与文化的分类。根据这两个维

度，可以预测最容易被转移的知识特征及类型（见表2）。

文化模式 集体主义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
垂直 水平 水平 垂直

代表性国家 印度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易转移的知识特征
隐性
系统
情境

需要共同演化的思维模
式；
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互动

显性
独立

因果关系清晰；
逻辑性强；
抽象思维

易转移的知识类型 结构化知识 社会化知识 个人知识 个人知识

表2  文化模式对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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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容易被转移的知识特征：从个人-集体维度出发，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个人

主义社会中个人将“自我”与周边环境割裂开来，认为信息与其所处情境是分离的，更加

关注可编码的、显性的、独立信息，被转移的知识具有逻辑性强、抽象等特征。集体主义

社会中的个人将“自我”与周边环境以及周围人员联系起来，并且在信息中寻找与之相关

联的情境线索，更加关注知识中包含的历史和社会信息，被转移的知识具有系统特征。

（二）最容易被转移的知识类型：当被转移的是结构化知识和社会知识时，集体主

义社会中的人会更加敏感，接受、理解也更快。当被转移的知识是个人知识，如个性、感

觉、对某事物的态度等，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接受和理解更快、更容易。相对于集体主义

社会，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在转移和接受知识时更加理性。

（三）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集体-个人维度比垂直-水平维度对跨国知识转移的影

响作用更大，可以将前者视为跨国知识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知识转移和接收双方同属

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文化，且同属于垂直（或水平）文化，则知识转移难度最低；如

果双方同属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文化，但分属于垂直和水平文化，则知识转移难度较

低；如果双方分属于集体和个人主义文化，但同属于垂直或水平文化，则知识转移难度较

高；如果双方既分属于集体和个人主义文化，又分属于垂直和水平文化，则知识转移难度

最高（见表3）。

文化模式 文化差距
集体-个人 + + − −
垂直水平 + − + −

跨 国 知 识 转 移
的难度 最低 较低 较高 最高

表3 不同文化模式中跨国知识转移的难度比较

注：表中“+”表示知识转移双方文化类型相同，“−”表示知识转移双方文化类型
不同。

七、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进行知识转移的启示

前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获得技术或知识为目的的。而上述

分析表明，不同文化模式下的知识转移相当困难，由此造成跨国并购的效果并不理想。

单纯的跨国并购，并不能达到企业最初的获取技术和知识的绩效，只有在将企业的专有知

识和能力成功地转移到并购后的企业中时，才能见到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中国企业在并购

西方公司的业务后，长期不能扭转某些业务的亏损，结果不得不在重组时大量砍掉这些原来认

为有价值的业务，大幅度收缩企业经营范围的根本原因。例如，2006年TCL集团对并购的法国

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进行重组，终止除OEM业务外的所有电视机的销售和营销活动。虽然重组

经常被冠以贯彻战略和降低成本的目的，但其实质是不得不承认知识和能力转移的局限和障碍

(黄卫伟，王丙乾，2007)。

跨国并购对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次再造的过程。但这种再造不应被狭隘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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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管理层的大换班，而应是企业知识体系和管理层知识结构的再造。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企

业成功的经验往往表现为企业内部个人和团队之间如何协作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附着于个

人身上的或隐藏于组织内关系中的，难以编码和传授。离开了具体的个人，这种隐性知识就不

存在了。2005年1月，上汽集团向韩国债权团支付5900亿韩元(约5.9亿美元)，正式完成韩国双龙

汽车的股权交割手续。紧接着，上汽集团宣布了“百日整合”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并购后整合

工作。然而，整合过程并不顺利，于是上汽股份在公司董事会上宣布免去社长苏镇琯的所有职

务。苏镇琯于1999年担任双龙汽车社长，2004年底上汽股份收购双龙汽车组成新公司后，苏镇

琯继续留任社长并担任代表董事。按照协议，其任期应到2006年2月，但是不到其任期结束，就

被董事会解除了职务。作为“中国汽车业海外收购的第一案”，上汽在整合问题上操之过急，

没有意识到双龙汽车公司是一个以强大工会力量著称的典型韩国企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系统

知识。随着苏镇琯的被解职，一系列管理冲突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并购失败。由此可见，光有

良好的整合愿望是不行的，事前的并购决策已经为日后并购的成功概率打下了伏笔（干春晖

等，2005）。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际上是要实现双向的知识转移：将我们的成功经验和生意模式转移

到目标方以及将目标方的专有技术和知识转移过来。例如，2005年联想并购了IBM PC事业部之

后，就一直致力于将联想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球。联想在中国的成功模式称为“分销模

式”，这非常适合中国消费者基数大、分布广、强调购物体验的特点，在戴尔并购康柏后，这

一模式曾为业界某些专家所诟病。联想集团顶住了外界的批评，把这一模式做到了极致。并购

了IBM个人电脑业务后，联想先是尝试在印度引入这一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接着，又在德

国复制这一模式，结果是公司在德国的业务增长了25%（尹生，2007）。跨国并购的实践表明，

技术转移通常要求在转移者和接受者之间具有对称的技术能力或称“吸收能力”，否则，目标

公司的知识是转移不过来的。

跨国并购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构建企业知识体系的问题。跨国并购后企业知识体系的构建，

要在引进目标方显性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能力进行重新组合和创新，努力领会和感悟隐性

知识，才能实现真正的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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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cquiring knowledge to impro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one of the key motivat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 cross-border M&A. However, the synergy of the M&As are hardly to be realized mainly due to the 
failure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is article classifi es knowledge according to its contents and attributes fi rstly, 
then considers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of cross-border 
M&A is heavily affected by na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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